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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重

要课题。文章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改善民族关系的路径以及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现实基

础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角度，结合中国社会的宏观发展和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分析和讨论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迫切性、重要性及深层次的社会内涵，提出在当下中国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术语，而是“紧贴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它充分体现了中国 56 个民族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并与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幸福生活息息相关。从根本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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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读到《美好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1］一文，对这个题目情有独钟。我以

为，这个 看 似 普 通 的 题 目，实 际 上 颇 具 理 论 高

度，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当前中国社会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习总书记说: “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正是我们认识

铸牢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之 深 层 内 涵 的 出 发

点，也是将其同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相联系

的重要切入点。毫无疑问，从人民美好生活的

需要角度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

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与脉络中理解

其社会基础，也能进一步洞悉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此，本文想沿

着麻教授提出的思路和视角，着重从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角度，谈谈当前中国社会为何需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

一、从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历程认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与回顾。
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生活的

方方面面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但我们不能忘记，

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普遍的贫穷与落后，是物质的极大匮乏。具

体从民族和民族地区来看，则是内地与少数民族

聚居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差距非常明显。当

时，有一个流行语，叫“老少边穷”，老革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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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少数民族地区与边疆地区均直接与“穷”挂

钩，反映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是贫穷、落
后较为典型和严重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当整

个国家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时候，国家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的

落后、贫困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故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有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成为民族

地区改革开放的一个先导。在许多民族地区，特

别是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比较大的民族聚居区，

均以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改革开放开

启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重新认识到

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正视民族地区文化

传统、宗教信仰与社会面貌的多样性，并首先落实

民族、宗教政策。这一做法在民族地区产生积极

效果，激发和调动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成为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启动的重

要标志，激发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活力。
其二，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在资源、交通等方面

的特殊性和严重滞后状态，在资源配置上大规模

向民族地区倾斜。党和国家率先对西藏、新疆和

西南诸多边疆民族地区实行长期援助、帮扶和优

惠政策。这一政策使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大潮中得以与时俱进并获得很大实惠，使少数民

族地区在衣、食、住、行及就医、就学等方面条件得

到了大幅度改善和提升，使少数民族群众有切实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开启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

民族“共 同 团 结 奋 斗、共 同 繁 荣 发 展”的 良 好

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

曾一度单纯地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症结是

贫困和经济问题，民族方面的突出问题是汉族与

少数民族、内地与民族聚居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

区之间经济社会存在较大差距所导致的，只要大

力提高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努力缩小

差距，民族问题将迎刃而解。事实证明这种想法

比较片面和主观，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现实很快

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到 80 年代后期，即使全面落

实民族、宗教政策，也并没有完全阻止一些地区民

族问题的出现。如 1987 年、1988 年和 1989 年少

数分裂主义分子受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在拉萨

制造多起骚乱事件，其所针对的正是落实民族、宗
教政策的诸多环节与措施。在此背景下，国家再

次认识到民族、宗教问题在民族聚居区的复杂性。
至此，除继续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各项措施

外，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斗争也

被提到重要位置。尽管民族地区改革开放进程出

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和谐，一些地区甚至

发生了骚乱，值得欣慰的是，党和国家亦未因此放

弃在民族地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社会发

展和改善民生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亦

未改变对民族地区实行长期援助、帮扶和优惠的

政策，而是继续加强在资源配置上向民族地区倾

斜的力度，把民族地区和中国各少数民族作为全

国一盘棋整体参与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进

程之中。这种坚持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一个

都不能少”的政策，使中国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

区始终与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各少数

民族的贫困状况和民生得到迅速改善，各少数民

族有了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民族地区的社会

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宏观上看，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民族地

区与中国民族格局主要发生了两个深刻变化。
( 一) 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导致民族区域格局

发生较大改变，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

频繁和密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

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市

场经济，二是城镇化。市场经济运行导致民族关

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的

流动基本上是跟着“钱”和“机会”走。人不分民

族，不论文化与信仰，均遵循此规律，这首先带来

了民族分布及区域格局的改变。最早是汉族人口

大量向民族地区流动。据了解，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大量四川内地农民工进藏，主要是去承包工

程。由于 1984 年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 43
项援藏工程，这些援藏工程亟须建设人才，而西藏

地处高原，条件艰苦，一些大的建筑公司员工害怕

高原反应不太愿意进藏，为四川内地首批汉族农

民工大量进藏创造了条件。他们靠承包工程和从

事建筑业获得第一桶金后，开始逐渐转向服务产

业的各行各业发展，如开餐馆、卖服装等等，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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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及同村劳动力陆陆续续带入

西藏，西藏的很多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就这样蓬

勃发展起来的。内地汉族群众向民族聚居区流动

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环境下各民族之间频繁接

触交流的第一波浪潮。之后，民族聚居区的各少

数民族经商群众开始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走

出去，由民族聚居区向内地大中城市流动，成为市

场经济下各民族之间频繁接触交流的第二波浪

潮。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强有力推动下，

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和密切。突出

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大量内地汉族人口以经商、经
济往来、观光旅游等活动频频进入民族聚居区，且

这种流动量逐年加大。二是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

民族人群也以经商、打工、就医、上学或旅游观光、
购物和享受城市生活等原因大量流入内地的各

大、中城市，使许多内地城市开始形成民族之间嵌

入式居住格局。总之，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由于

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流动量和流动频

率不断加大，民族人口的流动已逐渐成为一个常

态化趋势。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有了更多选择

居住、生活和工作地的自由。在这一趋势下，不同

民族之间的流动正在不断加大。这两种流动趋

势，不但逐渐打破和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民族

分布及区域格局，同时也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

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和密切。
( 二) 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

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广泛和密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

各项事业的高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合
作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民族关系也不例外。在

很多经济产业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民

族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联系。以藏区的松茸为

例，从采集、运输、储存、销售到最后摆上各家各户

的餐桌，其各个环节分别是由许多民族参与来完

成的。不同民族在同一个产业链中实现有序分工

并密切合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民族地区特

色产业的一个基本形态①。同样，内地许多商品

进入民族聚居区的销售链也同样是多民族合作的

结果。在连接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文化、教育、医疗

等各项事业方面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总之，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

化及社会各领域的合作更趋普遍和密切是一个突

出和不争的事实。
按照上述趋势来推理，我国的民族关系应当

呈现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团结的局面。
但现实却并非如我们所想象。在改革开放 40 多

年中，尽管总体上民族关系呈现团结友好与和谐

发展势头，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严重问题。突出

表现在: 一些大的民族聚居区发生了规模较大且

明显掺有民族因素的事件，如 2008 年西藏的“3·
14”事件，2009 年新疆的“7·5”事件，在很多民族

地区民族之间或明或暗的冲突和摩擦明显加剧，

一些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抬头，民族意识和民

族情绪逐渐增强，等等。
为什么在少数民族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

极大改善与提升，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愈加

频繁和密切的大环境下，反而发生了严重影响和

危及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的事件与现

象? 为何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日渐密切并不能

简单等同于民族关系的和谐? 为何民族关系的密

切与民族关系的和谐并不总是相向而行? 在某些

特定情况和局部地区容易导致民族关系的张力和

民族意识的强化，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民族

地区及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正是我们理解

和认识今天中国社会为何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出发点。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改善民族关系的根本路径

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实

践，向我们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带

来民族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民族

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正比关系，二者不能直接画

等号。
第二，民族之间交流、接触密切并不直接等于

民族关系和谐，也不意味着必然带来民族关系和

谐的局面。
经济发展与民族间交流、接触密切为民族团

结创造了条件，但也可能导致局部地区民族关系

的张力加大，甚至一些地区不得不面临民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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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冲突日渐突出的严峻事实，无疑向我们提

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济发展和民族之间

交流、接触密切，并不必然带来民族关系的改善与

和谐，反而会使民族关系的张力加大? 为了更好

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学理上略作分析。
民族是什么? 简单说，民族是不同的文化人

群，是以文化为特点的一种社会结群。民族有

“客观特征”和“主观认同”两个面向，前者是“他

者”( 即客位) 根据可观察到的客观特征对民族的

认定与划分; 后者则是产生于民族内部的一种主

观认同，是一种基于“主位”的民族认定与划分。
对任何民族而言，“主观认同”乃是民族存续的根

本。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民族的“主观认同”是由

何而来? 主观认同是以什么为基础而产生和维系

的? 对这一涉及民族本质的问题，学术界主要有

两种观点，一种是“工具论”，认为民族的自我认

同与维系乃是一种政治、社会与经济现象，政治与

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是导致民族形成、维持与

变迁的主要因素。另一种是“根基论”，认为民族

的自我认同主要是来自于民族内部根基性的情感

联系［2］。但就实际情形而言，无论是“工具论”还

是“根基论”，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无法兼容

的，事实上，在民族的认同和维系中，两种因素常

常相互交织并同时发挥作用。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多

样化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民族聚居区。
在这些民族聚居区内，少数民族不仅有自己特定

的经济生活，而且其经济生活与当地自然资源之

间存在密切联系。记得多年前和王明珂先生讨论

过青藏高原地区神山崇拜起源的话题，他推测，神

山崇拜的起源最初可能与竞争资源的所有权有

关。居住在神山周围的人们共同敬奉某一座神

山，意味着他们不仅相互认同，而且也共同享有该

神山周围的资源，从而排除了不敬奉此神山的其

他部落或人群享有神山周围资源的权利。由于没

有足够材料，这一推测难以得到证明。但这一推

测显然不无道理。事实上，很多独特的区域性神

祇崇拜与信仰，最初的产生大体都具有此功能。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民族或族群认同的产生，最

初总是和一定的经济资源相关联。因为生存与发

展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第一位的。从此意义

上说，民族首先是一个利益群体。因此，无论是基

于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论”，还是民族内部

“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及由此形成的相互认同，二

者往往相互交织并紧密联系。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民族之间的冲

突与战争很大程度是为了争夺资源。就是说，历

史上不少民族的发展壮大，往往是通过掠夺和侵

占其他民族的资源来得以实现。这是异常残酷

的，也要付出惨痛代价。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

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民族之间

是通过资源共享、互利互惠，采取沟通、协商和互

利共赢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但

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即一切以市场为取向，也就

是说市场杠杆在经济活动中起主要作用，而市场

规律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它认利不认人。所以，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由于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传

统与社会类型存在差异，有些民族较为适应市场

经济，有些民族的适应过程则较为缓慢、曲折，在

此背景下，民族之间经济利益和发展上的不平衡

就难以避免。随着经济利益的不平衡和资源开发

竞争加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易于积累和上升。
例如，2008 年西藏“3·14”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掺

杂有经济利益的因素。2006 年青藏铁路通车后，

由于进藏成本大幅度下降，内地游客及打工人群

大量涌入拉萨。2006 年，我去拉萨开会，七八月

份正值旅游高峰期，拉萨所有旅店爆满。甚至周

围的曲水、山南这些地方也住满了，很多人没办法

就搭个小帐篷在布达拉宫广场上住。2006 年、
2007 年的夏天，外来人口数量在短时期均超过了

拉萨常住人口。青藏铁路通车后，很多西北人到

拉萨去开餐馆、做生意，也造成了当地人口急剧膨

胀。2008 年拉萨发生“3·14”事件，流动人口增长

速度迅猛导致的社会管理跟不上是一个重要原

因。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知道八廓

街周围都是卖藏族传统工艺品的商店。2006 年

铁路通车后，大量游客涌入后带来巨大商机。于

是很多内地老板高价把八廓街的铺面租下来，比

如原来租金是 5 千元，他出 1 万。店员还是藏族

人，卖的还是藏族传统工艺品，但是老板却换了。
这样的店铺越来越多，引发当地人的不满情绪，据

说在发生打砸抢的头一天内地老板的店门上都被

做了记号。其他民族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比如

在丽江。纳西族在成都有一个纳西学会，过“三

8



多节”时请了一些民族学界的学者座谈，他们也

很忧虑，现在丽江古城的铺面几乎全部被外来商

人管理和经营了，卖的还是那些东西，但是老板都

是外面的人，感觉整个纳西族都逐渐退出或被置

换出来，他们非常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给当

地的纳西族文化带来很大冲击和负面影响。实际

上，这种情况在很多民族地区的旅游景点是相当

普遍的。
上述情况，给市场经济环境下在资源和利益

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和下风的少数民族群众带来

很大的焦虑和挫败感，这种焦虑和挫败感极易滋

生出一种排斥心理，而强烈的排斥心理在某些情

况下又往往会导致民族极端情绪的膨胀。
民族极端情绪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它会让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盲目自大、自豪、狂热并目空一

切，产生虚妄的“骄傲”，会激发起一个民族对其

他民族的无端仇恨与敌视，会教你去仇恨你连见

都没有见过甚至和你毫无关系的人。新疆“7·5”
事件很大程度就包含有民族极端情绪的发泄。试

想，你去杀掉一个人，这个人和你素不相识，无冤

无仇，你杀掉他的理由仅仅因为他和你不是一个

民族，这是一种何等的疯狂、极端和非理性。事实

是，历史上民族之间很多极为残酷的仇杀，都是受

到这种非理性民族极端情绪的支配。几年前读顾

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其中有一句话

给我极大的震撼。这句话是: “民族，民族，世上

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3］顾颉刚先生是资深

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深厚造诣，他能说

出这样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数千

年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与民族战争残酷性的深刻

洞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顾颉刚先生写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时间是 1939 年，就在前一

年即 1938 年，顾颉刚先生刚刚完成了对中国西北

地区的考察，在西北，他目睹了这样一个令人扼腕

和痛心的场景: “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到西北游

历。十年前，国民军驻防在西北，曾因主客的互不

了解，激起了回汉间的大冲突……万想不到这次

车轮马迹所至，进一座城就见全城的颓垣断井，歇

一个村就见满村的漫草荒烟，这边是白骨塔，那里

是万人冢，一处处的伤心裂胆，简直不忍张开眼睛

来直面。”［4］

可见，民族之间一旦产生隔阂、仇恨并把仇恨

转化为行动，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可怕后果。史

实一再证明，民族之间的仇恨和民族冲突的直接

受害者，不是那些幕后的操纵者与策划者，而首先

是各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
“7·5”事件是“三股势力”利用和煽动民族矛

盾的结果，但该事件也给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敲

响了警钟。正是在“7·5”事件后，学术界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声音，并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看法是我国既有的民族政策已过时，

要实行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要淡化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等主张。这些不同声音和看法，虽

然总体上反映学界及社会各界对新历史条件下我

国应当如何正确应对民族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
变化的一种积极思考与探索，但其偏颇与过激之

处亦显而易见。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习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在深入分析、总结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实践和道路基础上，紧扣中国社会特点与发

展需求，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解决中国民

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的基本任务和重要方针。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现实基础和人民生活需要

最后，我想从历史、现实基础和人民生活需要

三 个 层 面 来 理 解 与 认 识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识。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

史和未曾断裂的文明。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自成体

系且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和它的地理环境有

很大关系。中国地处东亚地理板块，该地理板块

的一大特点，就是相对封闭。它北面是广袤的草

原，而且越往北越寒冷，是被欧洲人称作“西伯利

亚”的极寒区。它的东南方向是大海。它的西南

部则有隆起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并有

延绵数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构成与南亚之间的巨

大地理屏障。古代中国通向外界一个较便利的出

口，是翻越准噶尔大裂谷的阿拉山口，进入中亚地

区，通过欧亚草原地带向西通往西亚和欧洲，这就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但穿越欧亚草

原通往西亚和欧洲的路程漫长而遥远，沿途主要

是草原、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并不是农业民族所

擅长通行的道路。中国所处的这种相对封闭，西

北高、东南低的东亚地理板块，实际上形成自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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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地理单元中，最宜居、最富

庶、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就是黄河、长江的中下

游流域。这一基本地理格局，奠定了中国数千年

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周边的各民族尤其是

处于第一、第二阶梯即胡焕庸线以西的民族，势力

一旦崛起壮大，其社会处于急速上升的发展期，他

们绝大多数必然朝着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

发起进攻，一方面是为获取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同

时也为争夺最优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便是史书

上常说的“逐鹿中原”“问鼎中原”。而周边各民

族的每一次“问鼎中原”，均迫使中原民族人口大

量向周边地区迁移、扩散，同时也造成中国各民族

的大融合与相互杂糅。这种融合模式持续了数千

年，可以说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今天中国境内

的各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完全孤立和封

闭发展的，都与周边尤其是中原地域各个民族发

生过深刻的交融，只是程度各异罢了。顾颉刚先

生即指出: “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

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3］“北方人谁敢保证

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
苗的血统。”［3］顾颉刚还以汉人为例，指出: “汉人

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

多蒙、藏、缠回的血液。”［4］其实，不只是汉族，当

今中国境内的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在衣、食、住、
行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是取之于别

的民族。56 个民族之间在血统、文化、信仰、价值

观和历 史 记 忆 等 方 面 均 是“你 中 有 我，我 中 有

你”，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一个相互交融、相互依

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
其次，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华民族”

不是一个实体，而是近代以来出于政治需要的一

个建构。这种看法，在一些固守单一民族立场的

人心目中较为普遍。几年前，看到某学者的一篇

文章，说他到民族地区讲学，晚上与当地一位少数

民族老师聊天，这位老师告诉他，我们能够接受

“中国”，但是不太能够接受“中华民族”的称呼，

原因是“中华民族”就好像要“吃”掉我们似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产生这种认识有两

个误区，一是把“单一民族”与“中华民族”对立和

对等起来; 二是潜意识中，认为“单一民族”是实

体，而“中华民族”不是实体，是一种建构。据我

所知，这种看法和疑虑在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及知

识分子心目中并非个别。其实，这个问题费孝通

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已作过明确

阐述:“中华民族还包含着 50 多个民族。虽则中

华民族 和 它 所 包 含 的 50 多 个 民 族 都 称 为‘民

族’，但是层次上是不同的。”［5］或许，这一阐述太

书面化，不易让人理解。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

次在贵阳开民族学方面的会议，在讨论环节大家

无意中触及这一话题，即“中华民族”与“56 个民

族”，二者都叫“民族”，应如何正确理解两者的差

异与不同? 潘蛟教授认为“民族”应有不同层次，

56 个民族的“民族”，指通常一般意义上的民族，

但是“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却是一个更高层次

的“民族”含义。他特地列举法国学者欧内斯特

·勒南( Ernest Ｒenan) 对“民族”概念的阐释来予

以说明。欧内斯特·勒南认为民族本质上是由

“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及其成员“愿意继续

共同生活”等因素联结起来的人们共同体①。所

谓“愿意继续共同生活”，反映的是其成员对“共

同未来”的期许。因此，按照欧内斯特·勒南的

定义，“民族”也可以理解为是由“共同历史记忆”
“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系起来的一个人们

共同体。潘蛟教授认为，欧内斯特·勒南的观点

是对“民族”内涵的一种更精炼、更高层次的阐

释，而“中华民族”中的“民族”正当作此理解②。
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阐释有两个杰

出贡献，一是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

二是指出中华民族过去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

体，近代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开始转化为一个

“自觉的民族实体”。③ 翁独健先生对中华民族这

一转化过程则作了这样勾勒: “在反对帝国主义

侵略的过程中，也使我国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他

们的共同命运，从而加强了团结，加强了中华民族

的观念和意识。”［6］

此阐释虽寥寥数语，却准确道出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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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是欧内斯特·勒南( Ernest Ｒenan) 1882 年在索邦神学院( 巴黎大学的前身) 的一篇演讲稿，题目是“What is a nation?”( 什么是
民族?) 中的观点。此文由马丁·托姆( Martin Thom) 译为英文，收录于论文集《叙述与民族》之中。参见 Ernest Ｒenan“What is a nation?”
Nation and Narration，ed． Homi K． Bhabha，London: Ｒoutledge，1990．

承蒙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提供欧内斯特·勒南( Ernest Ｒenan) 论文的英文原文，特此致谢!
费孝通先生的原话是:“中华民族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过上

述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

的原因———“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

运”。所以，“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

同未来”乃是把中国各民族连接成为一个自觉的

民族共同体之关键。近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

的民族实体的诞生，正在于中国各民族产生了自

己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意

识。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表

现尤为明显。顾颉刚于 1939 年发表《中华民族是

一个》获得广泛共鸣与巨大反响，正是此观念与

意识业已存在的一个集中体现。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彼此紧密

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在近代产生了

各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命运共同体”观念与意

识的自觉民族实体，这正是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历史基础。
此外，就现实而论，今天中国虽然有 56 个民

族，但各民族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和分立的。恰

恰相反，各民族之间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

紧密的依存关系。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而“一体”正体现于各民族之间的紧密依存

和相互联系之中。具体而言，这种紧密依存和相

互联系，也体现在民族之间的“三个离不开”，即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是今天中国最

重要的现实。习总书记指出: “‘三个离不开’早

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 ‘三个离不开’精

辟概括了我国 56 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

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联系，集中体现了各

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7］79很显然，“我国 56
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的休戚与共、互助

合作的紧密联系”以及由此形成 的“三 个 离 不

开”，正是中华民族“一体”的重要体现。正因为

中华民族的“一体”“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

意志和愿望”，所以这既是实现各民族之间和谐

相处、和衷共济的依据，也正是今天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现实基础。
此外，当今中国社会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在于它深植于人民生活

土壤，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据笔者的田野调

查，尤其是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观察，在各民族

实际生活层面，人们早就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

套处理民族关系的法则，这个法则简单地说，就是

“求同存异”。例如，以目前我国民族种类最多、
人群支系最复杂、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藏彝走廊

为例，该地区因民族众多且相互毗邻、居住格局犬

牙交错，故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及民族支

系之间交流、接触与合作极为频繁、紧密，不同民

族的交往、接触可以说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在

藏彝走廊地区的松潘、康定、九龙、冕宁、木里、巴
塘、迪庆等地，均是典型的数个乃至五六个民族混

居之地。在这样的地区，人们处理民族关系的智

慧，就是不去刻意强调民族之间的“异”，而是主

观上本能地和下意识地去“求同”“求和”。在当

地，由于民族间长期相互通婚，一个人的民族身份

往往很难区分，也分不清楚。所以当地遂出现了

“地域认同”大于“民族认同”的局面。人们见面

时，并不说自己是某一民族，而是说我是“九龙

人”，他是“康定人”，你是“木里人”等。这些地方

的人，在文化和生活习俗上更是不分彼此，不分民

族。汉人也有喝酥油茶的习惯; 藏族也吃彝族的

坨坨肉; 彝族、藏族、纳西族也都吃火锅。生活在

藏彝走廊中的人们，无论在衣、食、住、行、用等各

个方面，并不介意这些文化因素具体属于哪一个

民族，只要方便，只要喜欢，就为我所用，绝不刻意

固守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于是，某一个民族的习

俗、节日、信仰乃至祭祀活动，其他民族也共同参

与其中，成为当地各民族共同的习俗、节日、信仰

乃至祭祀活动，形成各民族习俗与文化的共享。
这不但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使其生活因

多民族而变得多姿多彩，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

各民族之间团结友好的关系，使当地人民的生活

因多民族混居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姿多彩，也更加

幸福和快乐［8］。这也充分印证了习总书记所说

“各民族和谐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紧贴

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心愿”［7］80这句话。
我国民族地区的大量实例可以充分说明，

在中国社会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

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术语，而是“紧贴各民族共同

的美好心愿”。它充分体现了中国 56 个民族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与人民的美好愿望

和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从根本上说，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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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Ｒecogni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is the
Need for People’s Better Life

SHI Shuo
( Center of Tibetan Studi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

［Abstract］As“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societ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in the new era，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a new era to underst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urgency，

importance and deep social connota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ethnic areas，the pathway of improving the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basis for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combines the macro-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re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areas in
China，and proposes that in the present Chinese society，it is not an empty political term to firmly establish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but a “common good wishes for all ethnic groups．" It fully
embodies the yearning and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by 56 Chinese ethnic groups，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ople’s good wishes and happy life． Fundamentally speaking，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mbodies the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Chinese nation; sense for community; need for people’s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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